
 

 

代际流动如何影响生育意愿？
−来自收益端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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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由于生育收益难以量化，实证分析中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过于强调生育成

本的考量而忽视了成本收益的权衡。文章以代际流动程度作为生育收益的度量，从代际流动和生育

意愿同步降低的基本事实出发，研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章认为生育子女无论是出于消

费品动机还是投资品动机，都存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代际收益考量，子女向上流动的代际

收益效应能否抵冲其生育成本带来的生育抑制效应？这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文章构建

理论模型，阐述了生育子女数量与代际流动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社

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代际向上流动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代际

向上流动程度越高，则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强，多种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进一步的机制

检验显示，未来向上流动悲观情绪产生的预期效应对生育的影响尚未显现，结果主要由质量和数量

权衡效应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所驱动。文章的研究在一个更加完整的研究范式下探讨了家庭生育决

策的考量因素，指出了当前进一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不能仅仅考虑成本问题，还要重视代际收益，

文章也揭示了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的人口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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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生育率在过去几十年内经历了从高到低再到略微回升的过程，其中计划生育政策的实

施是影响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制度原因，但随着政府放开“二孩”“三孩”政策的推出，生育率未见

明显回升，甚至在短期刺激政策的红利过后，生育率继续步入下降通道。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出现负增长现象。2020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一孩生育家庭占比为 48.9%，远高于两孩（34.9%）和三孩

（7.3%）家庭，无孩家庭占比非常有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数据统计显示，育龄受访者理想生养孩子数为零的样本占比仅为 1.25%—1.56%，这意味着国内

主观上有丁克意愿的育龄家庭是非常少的。多项研究也显示，绝大多数国内家庭都至少会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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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未来激发二孩生育意愿是积极生育政策主要的挖潜对象（王维国等，2022）。人口低

生育率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低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消极影响，造成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劳

动力成本升高。以上事实也表明，单纯的生育政策并非是影响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家庭生

育决策中必然有其他重要因素。已有研究主要在新家庭经济理论中的质量和数量权衡（quality
and quantity tradeoff）的指导下，设定生育子女可以带来效用的提升以及未来养老的回报，考察了

生育影子价格的影响，认为生育成本偏高是抑制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如 Becker（1960）、

Willis（1973）强调了女性就业率牺牲的机会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由于房价高涨造成生育子女

带来的改善性需求和学区房需求也进一步提高了生育成本，从而降低了生育意愿（康传坤等，

2020）。但由于数据中生育收益难以量化，以上分析只是强调了成本，而忽略了成本收益的权

衡。无论生育子女是出于消费品动机还是投资品动机，只要生育子女带来的效用提升足够大或

者未来收益足够高，都能够抵消养育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家庭的生育意愿就可能不会下降。

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也更加强调养育子女的功能实现，而非是养育子女的成本高低。因此，单

纯强调养育成本可能忽视了某些更加重要的方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说法，从字面意思来看，生育决策可能受到

了阶层流动预期的影响，如果子女未来实现阶层向上跃升的前景较小，那么生育子女的意愿也

就会随之降低。因此，代际流动性成为生育收益的一个合理度量，它代表着未来可支配资源预

期增加，生命周期视野下的预算约束空间减少，而相对收益上升（Yang 等，2020；Ma 和 Yang，

2022）。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无论生育子女是出于消费品还是投资品动机，向上的代际流动越容

易实现，意味着子女带来的未来效用提升和投资收益越大，从而提升了父代的生育意愿。反之，

如果代际流动太难，育龄青年群体会倾向于不生或者少生优生，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生育率。

并且，从理论上来看，代际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是质量和数量权衡机制的延伸，家庭一旦预

见到未来子女很难在自己的阶层基础上继续前进，将会通过控制生育数量来提高生育质量，集

中资源供养少量孩子高质量成长（Fernihough，2017）。同时，考察代际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

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尽管以代际收入弹性等指标衡量的阶层流动在历史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趋势，但其主观感知却并不乐观，由于阶层意识的相对剥夺感，造成民众对自己所在的阶层认知

普遍下偏，从而让主观感知上的阶层流动也普遍偏弱（范晓光和陈云松，2015；陈云松和范晓光，

2016），可能对生育产生更强的负面影响。

最早探及社会流动与生育决策的经典理论要追溯到法国人口学家 Dumont提出的社会毛细

血管（social capillarity）学说，在该理论下，Dumont（1990）认为，一个人的家庭规模越小，他实现

社会阶层攀升的机会就越多，为了减轻自身向上流动的额外负担，个体会倾向于少生孩子。与

这些观点单纯强调成本负担和自我的代内流动不同，Johansson（1997）同时讨论了未来的代际流

动考量。他认为，社会流动下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是造成家庭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社

会占比最高的中产家庭刻意保持小家庭规模以维护自己的高生活水平，同时避免孩子未来的代

际向下流动。因此，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人口收缩问题可以被视为社会流动悲观和社会地位

焦虑引发的自然后果。这些已有的经典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参考，虽然代内流动可能对生育意愿

产生负向影响，但是代际流动明显比代内流动代表的含义更为广泛，其中既有对子女未来生活

水平的考量，也包含自己从子女发展中受益的考量，代际向上流动对提升生育意愿的影响也更

为正面。

本文以主观评判的阶层变动作为代际流动衡量指标，嵌套 CGSS和 CHFS两套微观数据实

证检验了代际向上流动程度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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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流动程度越高，个体多生孩子的意愿也就越强烈；反之，代际流动程度越低，则会显著降低

个体主观生育意愿。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机制，将代际流动的影响区分为向上流动信心不足

带来的预期效应以及传统的质量和数量权衡效应。结果显示，阶层流动通过生存压力带来的预

期效应影响并不显著，基准结果主要由传统的质量和数量权衡机制驱动，即代际流动没有在扩

展边际上产生“生与不生”的影响，而是产生了“多生和少生”的集约边际影响。相比已有研究，

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贡献有三点：一是在研究视角上，指出代际流动可以作为生育收益的量化

指标，在养育成本之外论证了代际流动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更关键因素。本文认为，畅通向上通

道不仅有利于共同富裕，还具有深刻的人口学意义。二是在理论分析的一致性上，本文提出的

代际流动因素是质量和数量权衡机制的自然延伸，因此能够体现出对不同生育动机的包容性，

无论是消费品动机还是投资品动机都能够置于该分析框架之下，从而显示出较强的现实指导

性，即无论是基于何种动机出发，代际流动均显示出对生育意愿强烈的影响，也验证了促进代际

向上流动是未来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三是在生育意愿的区分上，将代际流动影响生育意愿的

作用渠道划分为扩展边际的预期效应和集约边际的权衡效应，最终验证了质量和数量权衡效应

可能是主要的影响渠道，指明了代际流动对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还具备较强的可逆性，未来通

过畅通向上通道、提升公共教育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仍然有可能缓解其生育抑制效应。

余下全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假设，在数理模型推导和梳理相关文献基础上提出本

文待验证的两个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实证设计与数据说明，介绍了样本选取、数据来源、模型

设计以及变量含义，同时呈现了基本的经验事实；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呈现了本文的基

准回归结果及其必要的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影响机制分析，检验了代际流动影响生育意愿

的可能机制和竞争性解释；最后，总结全文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代际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i hit cit nit

Iit

在本部分，参考 Fan（2016）的代际流动模型以及 Doepke等（2023）的内生生育模型，通过引

入出生率选择，我们构建简约模型来阐述代际流动对出生率的影响。考虑一个静态模型，家庭

中的父代在期初拥有人力资本 。在当期，除消费 外，家庭还可以选择生育子女数量 以及

每个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

我们假设抚养子女不但需要为其提供教育投入，而且还有时间投入，教育投入体现为教育

资源的购买，时间投入体现为工作时间的削减和收入的下降，因此，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cit + pnitIit = (1−τnit)yit （1）

Iit p τ其中， 表示单个子女的教育， 表示教育投入的价格， 表示单个子女抚养所耗费的时间。参考

de Silva 和 Tenreyro（2020）的研究，假设个体的收入与人力资本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父代与子

女的收入分别为：

yit = whit （2）

yit+1 = whit+1 （3）

w其中， 衡量的是人力资本回报。

H Iit假设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受到个体初始人力资本 和父代人力资本投资 的影响：

hit+1 = (H+ Iit)
γ （4）

γ假设人力资本生产函数为 Cobb-Douglas 形式， 表示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递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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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家庭的效用函数为对数效用函数：

U = log(cit)+αlog(nit)+β0log(hit+1) （5）

α β0

β = β0γ

其中， 表示单纯子女数量带来的效用提升，对应于纯消费品动机。 则有双重含义，在消费品

动机下代表着对子女的利他程度，在投资品动机下则代表着子女未来发展的贴现率。在消费品

动机下，子女是能够直接带来效用的消费品，父母生育子女完全出于利他动机，通过养育和赠与

其必要的生存资料，进而从养育子女的过程以及子女的消费水平中得到效用提升（Becker，
1960；Zhang等，2001）。而在投资品动机下，父母更希望是借助于子女的发展成长而获得未来的

经济回报（Ehrlich和 Lui，1991），包括老年时期的子女赡养支出和子女照料陪伴，这也符合中国

“养儿防老”的社会传统。两种动机混杂在一起，很难有效区分，但它们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

都存在子女质量和数量之间的权衡取舍。利用 ，则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示如下：

max
cit ,nit ,Iit

{
log(cit)+αlog(nit)+β log(H+ Iit)

}
（6）

受约束于：

cit + pnitIit = (1−τnit)yit （7）

yit = whit （8）

yit+1 = whit+1 （9）

hit+1 = (H+ Iit)
γ （10）

nit Iit此时，将式（7）代入式（6），可使得上述有约束问题变为控制变量为 和 的无约束问题，即

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
{
log
[
(1−τnit)yit − pnitIit

]
+αlog(nit)+β log(H+ Iit)

}
（11）

最优化得到一阶条件分别为：

nit：
−τyit − pIit

(1−τnit)yit − pnitIit

+
α

nit

= 0 （12）

Iit：
−pnit

(1−τnit)yit − pnitIit

+
β

H+ Iit

= 0 （13）

nit由 的一阶条件可得：

τyit + pIit

(1−τnit)yit − pnitIit

=
α

nit

（14）

化简得到：

nit =
αyit

(1+α)τyit + (1+α) pIit

（15）

代入到式（13）：

p
αyit

(1+α)τyit + (1+α) pIit[
1−τ αyit

(1+α)τyit + (1+α) pIit

]
yit − p

αyit

(1+α)τyit + (1+α) pIit

Iit

=
β

H+ Iit

（16）

化简得到：

Iit =
βτyit −αpH

p (α−β) （17）

此时，子女的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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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1 =whit+1 = w (H+ Iit) = w
[
H+
βτyit −αpH

p (α−β)

]
= w
[

p (α−β) H+βτyit −αpH
p (α−β)

]
= w
[
βτyit − pβH

p (α−β)

]
=

wβτ
p (α−β)yit −

wpβH
p (α−β)

（18）

IGE =
wβτ

p (α−β)定义 ，表示父代和子女一代收入水平的相关程度，是代际收入流动的阻塞程

度，它是代际流动的反向指标，则生育率为：

nit =
αyit

(1+α) (τyit + pIit)
=

αyit

(1+α)
[
τyit + p

βτyit −αpH
p (α−β)

] = (α−β)yit

(1+α) (τyit − pH)

=

wβτ
pIGE

yit

(1+α) (τyit − pH)
=
β

IGE
× wτyit

(1+α) p (τyit − pH)

（19）

τ p
β

IGE

由式（19）可知，尽管生育率与代表抚养子女时间成本的 、代表教育投入成本的 呈负相关

关系，但与代表代际收益的 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从生育收益端来看，代际收益能够正向

促进生育意愿，当生育收益足够大时，可以抵冲生育成本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

了本文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假设 1：作为生育收益的代际流动能够显著增加个体生育意愿。

（二）作用机制分析

很早就有将成本收益分析引入二孩生育决策的研究（Udry，1983），但由于消费品动机下的

效用以及投资品动机下的未来经济回报均在数据中难以量化（靳卫东等，2018）。因此，已有研

究主要强调子女生育成本的影响。一旦生育成本偏高，子女作为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变高，从而

会促使父母通过消费替代效应选择其他消费品来替代生育子女，会影响到家庭在“多消费子

女”和“少消费子女”之间的选择（康传坤等，2020）。同样，如果子女作为投资品，一旦生育成本

偏高，将会降低子女作为投资品的投资收益率，会影响到家庭在“多投资子女”和“少投资子女”

之间的选择，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康传坤等，2020）。在单一成本考量下，生育子女的收益被完全

忽略。在消费品动机下，父母更在乎子女未来的消费水平；在投资品动机下，父母更在乎子女未

来的收入水平。如果向上的代际流动通道顺畅，子女能够在父母给定的阶层基础上进一步向上

流动，这就意味着子女能够在未来获得相比父代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从而在两种动机

下都显著提升父代的生育意愿。代际财富流动理论指出了代际支持方向将影响生育意愿，如果

财富主要是从父母流向子女，那么父代的生育意愿将降低（Caldwell，1976），代际支持的方向既

表明了代际阶层流动的方向，也体现了两种动机下子女未来相对父代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

从而让两种生育动机下代际流动影响生育意愿的内在逻辑保持一致。作为衡量生育回报的一个

合理指标，代际流动影响生育意愿有两种可能的渠道：

第一，更易于实现的代际流动能够降低中青年群体的生活压力，从而让育龄群体对未来持

有更为乐观的预期，愿意生育子女（李宝礼和邵帅，2022）。反之，如果代际流动阻塞，育龄群体

会看低生育子女的长期价值，无论是作为耐用品的消费品属性还是作为长期储蓄的投资品属

性，都出现了长期折价，从而降低生育意愿。我们将这一条作用路径称为预期效应，主要影响家

庭“生与不生”问题。第一种机制使代际流动性不高的个体意识到未来子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较低，从而对通过生育子女获取阶层跃升失去希望。从社会毛细血管学说出发，如果生育的子

女不能带来更高的阶层跃升，反而会成为个体阶层跃升的持久性负担，加剧地位焦虑，在叠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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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下，个体生育意愿将随之降低。

第二，从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上而言，

两种生育动机在本质上存在共通之处，二者

都存在子女质量和子女数量之间的权衡取

舍。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少生育子女能够

保证他们在未来接受更多的照料和人力资本

投资，从而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和未来收入消

费水平，无论作为消费品还是投资品来看待，都给父母带来了更多的回报（Lee，2008）。更易于

实现的代际流动会潜在削弱父代面临的子女生育质量和数量权衡，如果子女能够轻易实现代际

向上流动，就不需要通过少生和优生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升子女向上流动的概率。反

之，如果代际流动太难，父代为了提升子女向上流动的能力和概率，会通过减少子女数量来提升

子女培养的质量。我们将这一条作用路径称为权衡效应，主要影响家庭“生多生少”问题。两种

作用机制的逻辑如图 1 所示，预期效应主要影响家庭生育与否的扩展边际决策，权衡效应主要

影响家庭生育多少的集约边际决策。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假设 2：代际流动会通过预期效应和权衡效应显著提高生育意愿。

三、实证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我国“全面二孩”政策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执行，2017年是我国“二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

二年，本文聚焦于对生育率最为关键的二孩生育意愿作为研究对象，因此选择 2017年微观数据

作为研究样本。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和微观层面控制变量均来源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核心解释变量代际流动指数则是利用 2017年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测算得出。按照所在省份家庭人均收入

分位数最近原则将两套微观数据匹配起来，保证 CHFS数据中的每个个体所对应的代际流动指

数能够最接近于同一地区、同一阶层个体流动表现。选择按照收入分位数进行匹配的原因有

二：其一，因为我们考虑的是代际流动，而不同省份和阶层有不同的代际流动难度和表现（刘琳

等，2019；王元超，2023）；其二，不同阶层的决策者如果参考代际流动的话，应该着重参考属于

其所在地区和所在阶层的代际流动表现，而阶层本身就是基于分位数原理划分而来。故而我们

以当前年度家庭人均收入分位数来作为更加准确的阶层属性处理，以“省份和收入分位数”来

匹配同一年的 CHFS 数据和 CGSS 数据，让每个决策者都是基于本地区、相同收入分位数上的

代际流动难易程度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具体做法是：首先，选取 CHFS数据集符合条件的

女性受访者的家庭 ID，利用可唯一识别的家庭 ID 匹配女性受访者及其配偶、家庭相关的变量；

其次，分别计算两个数据集各样本位于其所在省份的家庭人均收入分位数，将每个 CHFS 样本

与相同省份的所有 CGSS样本进行匹配；最后，对每个 CHFS个体，仅保留其与 CGSS样本收入

分位数取值最近的一条匹配结果，CGSS测算的个体代际流动指数即为与其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相似的 CHFS个体的代际流动水平。

为了使测算更为准确，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剔除因受访者“不知道”“拒绝回答”“访员

错误填答”以及数据缺失样本；（2）将样本年龄限定在 30－45岁；（3）基于现实考量，剔除了子女

与父母年龄差距在 16 岁以下的不合理样本；（4）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剔除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非正的样本，对受访者及配偶个人收入水平、受访者及配偶每周工作时长、家庭人均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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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作用机制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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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资产规模进行前后 1%缩尾（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设定

基于研究需要，我们构建如下 Logit 模型：

P(sechildi,p = 1|x) = α+β× igmi,p+γ×Xi+δ×Mp+ vp+εi,p （20）

i, p β

Xi Mp

εi,p vp

其中，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sechild）为“是或否”的二值选择变量，采用 Logit 模型检验个体代际

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分别表示个体和个体所在的省份； 是本文的核心待估参数，表示

代际流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 代表个体特征的一系列变量， 是一组控制省份特征的控

制变量集合， 为随机误差项。为减轻遗漏变量偏误的影响，进一步控制了省级固定效应 。为

规避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估计方程均采用省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个体生育意愿（sechild）。根据 2017年 CHFS问卷调查中的问题“全面放开二

孩之后，您是否有意愿生育第二个孩子”来设定，该问题的设置非常具有针对性，仅询问目前家

庭孩子数少于等于 1且年龄为 18－45周岁的女性受访者，相比国内已有的其他微观调研，问题

场景也更能获取受访者的真实意愿表达。需要说明的是，2017年的 CGSS数据库本身也包含生

育意愿的相关问题指标，询问了受访者“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你希望有几个孩子？”这一问

题，虽然此问题体现了个体在生育数量上的意愿偏好，但问题本身仅仅是放松了政策因素，而没

有引导受访者在个人真实经济条件约束下做出准确的回答。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占比最

大的一孩家庭理应视为积极生育政策最大的挖潜对象，他们是否有明确的二孩生育意愿将是我

们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也是本文锚定的研究对象。因此，此处将基于 CHFS问卷专题调查的二孩

生育意愿指标作为基准回归首选的被解释变量。有意愿生育第二个孩子赋值为 1，无意愿赋值

为 0。当然，后文也将使用 CGSS生育意愿指标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国内外研究均认为个人

在 30－45岁之间的收入最接近一生的平均收入（Haider和 Solon，2006；甘犁等，2018），本文要研

究的代际流动指标也需要基于一生中较为平稳的收入和阶层属性来展开，故而本文将年龄下限

调整为 30岁，选择询问对象为 30－45岁的受访者作为研究样本。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个体代际流动指数（igm）。代际流动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两种：客观指标和

主观指标。客观指标是基于个体收入和财产水平的度量（Chetty等，2014），主观指标则是基于个

体自我评判的度量（王伟同等，2019）。考虑到生育意愿属于家庭自主决策，那么出于主观自我

认定的代际流动将是最为合适的度量方式，故而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首选按照吴育辉等（2021）的
研究，以主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动来考察代际流动程度。此处基于 2017年 CGSS调查问卷中对

受访者“阶层认同”部分的问题来设定 igm。为保证年龄上的一致性，本文选取了 CGSS 问卷调

查中 30－45岁的受访者个体。问题“您认为在您 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衡量了受

访者年幼时其父代所在的社会阶层，受访者选择从 1 到 10 的数值进行自评，最高分 10 分代表

最顶层，最低分 1 分代表最底层，本文对其按 1 到 5 重新赋值，1 分和 2 分赋值为“1”，以此类

推，从低到高依次代表社会阶层非常低、社会阶层较低、社会阶层中等、社会阶层较高、社会阶

层非常高。数值越大，受访者父代所处的阶层越高。问题“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

的哪一层”衡量了子代当前所在的社会阶层，按照前面相同的方法进行赋值。本文用受访者当

前的社会阶层与 14 岁时家庭的社会阶层之比，即用子代当前所在社会阶层除以父代所在社会

阶层的值来计算个体代际流动指数（igm）。代际流动指数大于 1，说明子代社会阶层是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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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之，则说明子代社会阶层是向下流动的。该指数越大，则代际向上流动的趋势越强。个体

不可能随时观察子代阶层流动来随时调整自身的生育决策，此处我们构建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

了育龄个体的代际流动经历，其会基于自身的代际流动经历作为先验事实去推测未来子一代的

流动预期情况，这更加符合现实。

3. 控制变量

第一，关于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女性受访者层面、配偶层面、家庭层面

的个体特征变量，特别是成本端可能影响生育意愿的变量均被纳入其中。微观层面控制变量均

来自于 CHFS 调查问卷，包括：（1）已有孩子数量；（2）已有孩子年龄；（3）已有孩子是否为女孩，

是为 1，否为 0；（4）受访者是否和父母同住，是为 1，否为 0，与父母同住可能为年轻家庭降低生

活和生育成本，进而影响生育意愿；（5）受访者是否流动人口，是为 1，否为 0，根据受访者户口

所在地级市与常住地级市是否一致来设定；（6）是否城镇地区，是为 1，否为 0；（7）受访者及配偶

年龄；（8）受访者及配偶受教育年限；（9）受访者及配偶是否有工作，有工作为 1，否为 0，调查问

卷中没有直接询问受访者是否有工作的问题，我们根据“最近一周是否为取得收入而工作过

1小时以上”和“最近一周为什么没有工作过一小时以上”来设定，定义最近一周为取得收入工

作过 1小时以上或因在职但未上班而没有工作过 1小时以上的个体为有工作，因未做任何工作

而最近一周没有工作 1 小时以上的个体为无工作；（10）受访者及配偶每周工作时长，计算公式

为“（主要工作平均每月工作天数×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其他工作每月工作时长×每天工作时间）

／4”；（11）受访者及配偶是否为中共党员；（12）受访者及配偶身体健康状况，根据问卷中“与同

龄人相比，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来设定，定义身体健康状况“好”或“非常好”为 1，“一

般”“不好”或“非常不好”为 0；（13）受访者及配偶个人收入水平，计算公式为“主要工作平均月

收入+其他工作平均月收入”；（14）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计算公式为“家庭总收入／家庭成员人

数”，家庭总收入的计算公式为“工资性收入+农业收入+工商业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

入”；（15）家庭人均资产规模，家庭总资产规模的计算公式为“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相较于

个体工作和收入状况可能衡量了个体生育机会成本，那么家庭收入和财产水平更多是控制了家

庭生育的财富效应和经济基础。

第二，关于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考虑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均可能影响到个体生育意愿，

本文也控制了一系列省级特征变量如下：（1）常住人口出生率；（2）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3）人

均生产总值；（4）本地房价收入比，考虑到单纯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

间没有直观可比性，我们以“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本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房价收入比

来衡量房价支付能力，这也是未来因为多生育一个子女而产生住房改善性需求对应的生育成

本；（5）城镇化率，计算公式为“城镇常住人口数／总常住人口数”；（6）对外开放程度，计算公式

为“进出口总额／生产总值”；（7）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小学×6+初中×9+高中×12+中

职×12+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19）／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8）儒家文化影响程度，受到儒

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可能有更高的生育倾向，故而此处我们控制了儒家文化影响程度，以截

至清朝末年的孔庙总数在该省份的密度来衡量，计算公式为“清朝末年孔庙数量／省份面积”。

（四）基本事实①

我们对个体代际流动指数进行了泰尔指数分解。研究发现，总体泰尔指数为 0.0284，省份

间差异为 0.0051，省份内阶层间差异则达到了 0.0233，贡献率高达 82.04%，这表明不同地区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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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阶层之间的代际流动均有不同特征和表现。根据图表分析结果，随着代际流动指数的提高，

有生育意愿个体的占比越来越高，支持了“代际流动提升生育意愿”的推测。要完全验证这一研

究假设，后文还需要我们更为充分和精确的实证检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1是基准回归结果，列（1）、列（2）分别是 OLS 回归和 Logit 回归，核心解释变量代际流动

指数（igm）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由于控制变量设置较多，我们遵循“从大到小”的建模策略，

进一步删除了 OLS 回归和 Logit 回归均不显著的控制变量，以系数估计值显著的控制变量集合

作为余下全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设置，列（3）、列（4）为精简变量后的 OLS 和 Logit 基准回归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igm）系数估计值依然显著为正。由于 Logit 回归系数估计值不能直接被解释，因

此列（5）报告了 Logit 回归的平均边际效应，值为 0.03，与 OLS 回归系数基本相等，意味着代际流

动指数每提高 1单位，则个体二孩生育意愿平均提高 3%。以上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一

个研究假设。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OLS Logit系数 OLS Logit系数 平均边际效应

igm 0.031*（1.96） 0.216**（2.25） 0.030*（1.96） 0.203**（1.98） 0.030**（1.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55 1 155 1 155 1 155 1 155

Pseudo R2 0.136 0.138 0.125 0.127 0.127
　　注：（1）篇幅所限，省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2）括号内数值为t或z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1）改变核心解释变量代际流动指数的测算方式。将前文采用比值法计算的个体代际流动

指数，替换为以受访者当前的社会阶层与 14岁时家庭的社会阶层之差计算的代际流动指数。同

时，考虑到个体所在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二者可能存在差距，社会地位高的个体并不必然比

社会地位低于他的人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因此，根据受访者对“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

哪一档？”这一问题的打分，作为其对自身当前经济地位的主观感知：1—5 分依次代表远低于平

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和远高于平均水平。用受访者当前的经济阶层

与 14岁时家庭的社会阶层之比计算代际流动指数。表 2列（1）为社会阶层之差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的回归结果，表 2列（2）为经济阶层与社会阶层之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两种测算

方式下核心解释变量（igm）的边际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结论保持一致。

（2）以代际收入弹性替换代际流动指标。我们以客观标尺的代际收入弹性来作为代际流动

的反向衡量指标，此处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

2016年、2018年和 2020年的样本，参考杨沫和王岩（2020）的处理方式估计“父代和子代”之间

的地区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表 2列（3）的 Logit 回归结果显示，以地区代际收入弹性作为反向指

标衡量的代际流动程度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说明社会流动性越低，个体的生育意愿也随之

下降，依然与原结论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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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4）

igm 0.804* 0.155* −1.713*** 0.174*

（1.72） （1.75） （−6.82） （1.9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55 1 155 1 060 1 025

Pseudo R2 0.127 0.126 0.124 0.127
 

2. 剔除没有生育孩子的样本

与已经有一个孩子的受访者相比，尚未生育孩子的受访者通常对养育成本、时间精力等因

素缺乏正确的考量，并且对这类群体而言，是否生育二孩并不需要迫切进行选择，从而会影响真

实的生育意愿表达。因此，本文进一步剔除了没有孩子的受访者样本，针对已经有一个孩子的

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2列（4）估计结果显示，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3. 内生性探讨

β̂r

β̂ f

为考察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造成偏误的可能性，本文参考王伟同等（2019）的研

究，利用有限控制变量和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差异指数来检验遗漏变量的影响程度。有限

控制变量回归估计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经过转换的平均边际效应 ，全部控制变量回归估计

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经过转换的平均边际效应 。构造的差异指数如式（21）所示：

Ratior, f =

∣∣∣∣∣∣ β̂ f

β̂r − β̂ f

∣∣∣∣∣∣ （21）

Ratior, f

Ratior, f Ratior, f

Ratior, f

衡量了不可观测变量的解释能力要为已选择的控制变量的几倍才能对整体效应产

生颠覆性影响， 越大，不可观测变量带来偏误的可能性越低。为了增加 的可靠性，

本文选取了 3 种有限控制变量的情形：（1）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2）仅控制已有孩子是否为女

孩及省份固定效应；（3）控制表 1 后三列对应的基准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表 3 结果显示，

的数值最小为 3.875，即不可观测变量的解释能力至少要为已选择的控制变量的 3.875倍

以上才会导致遗漏变量偏误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本文已尽可能全面控制了个体层面和省份层

面的特征变量，这意味着因遗漏变量而出现估计偏差的可能性较小，也表明了基准估计结果的

可信性。
 
 

表 3    利用可观测变量度量不可观测变量的偏误程度

有限控制变量 全部控制变量 受限回归系数 非受限回归系数 差异指数Ratio

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所有控制变量+省份固定效应 0.025 0.031 5.167

仅控制已有孩子是否为女孩及省份固定效应 所有控制变量+省份固定效应 0.023 0.031 3.875

控制基准控制变量及省份固定效应 所有控制变量+省份固定效应 0.030 0.031 31.000
 

为了增强稳健性，我们参考吴育辉等（2021）的处理思路，以封建时代受科举制度影响大小

来作为代际流动的工具变量进行了工具变量（IV）回归。历史上科举制是垂直型社会流动的主要

实现渠道，一个地方受到科举制度影响的程度越高，越能形成努力向上的社会流动局面，从而既

具有外生性，也与社会流动存在相关性，满足工具变量的两个选取标准。基于此，我们使用沈登

苗（1999）提供的各省份明清巍科人物数量（weike）作为工具变量。巍科为古代科举考试名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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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由于清代进

士名额按省分配，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因此单

凭一个省份的进士数量来衡量该省的科举制

度发达与否缺乏合理性，相对于各地进士数

量，衡量当地科举发展程度更为准确的数据

是巍科人物数量，其殿试的名次是中举者完

全自由竞争的结果，代表了一个地区科举者

的真实水平，这也是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表 4
列（1）报告了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weike 的系数估计值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为正，说明当地的科举制度发展程度越高，

社会代际流动性也越高。列（2）第二阶段回

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代际流动水平

ig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个体代际流动水平越高，个体生育意愿越强，这和本文的基准回

归结论保持一致。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34.536，大于 10%水平的 Stock-Yogo 临界

值，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不可识别检验对应的 p 值为 0.0074，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

4. 更换数据库①

本文进一步单独使用 CGSS 数据库套用原有的计量模型回归检验代际流动对生育意愿的

影响，此处代际流动的衡量指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CGSS 数据库本身对

生育子女的偏好数量，考虑到此处偏好数量不再仅仅是 0和 1的问题，而可能涉及多个子女，故

而不再适用于 Logit 回归模型，而是使用了 OLS 回归。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非负整数，我们也同

时尝试了泊松回归模型。控制变量尽可能与原有的基准回归设置保持一致，因为 CGSS的已有

孩子数可能有多个，故而没有控制已有孩子是否为女孩，其他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根据

回归结果，无论是 OLS 回归还是泊松回归，均显示代际流动对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与原有

结论保持一致。

5. 改变匹配方式

我们在收入分位数之外，选取其他个体特征指标共同作为协变量进行两个数据库的

PSM 匹配，选取的协变量包括收入分位数、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平方、是

否有工作、每周工作时长和身体健康状况，选取的匹配方法包括 1∶1的最近邻匹配、卡尺内近邻

匹配（0.01 内）、马氏匹配。根据回归结果，三种匹配方法赋值代际流动指标后的回归结果均与

原基准结论保持一致，从而显示出较好的稳健性。

五、影响机制分析

（一）机制检验

正如前文分析，代际流动影响生育意愿的可能渠道包括预期效应和权衡效应。第一种机制

使代际流动性不高的个体意识到未来子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较低，从而对生育一个子女获取阶

层跃升失去希望。苗国和黄永亮（2022）认为，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社会阶层分化会更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1） （2）

igm sechild

weike 0.035***

（13.23）

igm 0.246**

（2.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Wald 34.5356

Kleibergen-Paap rk LM 0.0074

N 907 907

R2 0.0243 0.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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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烈，财富占有者和因经济不景气失业或者劳动报酬下降的普通劳动者阶层之间产生剧烈的

反差，主观被剥夺感会促使更多人选择不婚不育。与其生育一个向上流动困难甚至相对于自己

“向下走”的孩子，不如不生。另一种机制认为，较低的代际流动水平会促使个体少生优生，表

现出典型的质量和数量权衡。在这种导向下，个体选择减少数量提升质量，将尽可能多的人力

资本投入到尽可能少的孩子身上，以期子女未来获得更大的向上流动的概率。通过剖析这两种

机制后发现，预期效应更多地影响了生与不生的扩展边际决策，而权衡效应是在生孩子的前提

下影响生多生少的集约边际决策。为验证这两种机制的存在性，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愿

意生孩子”的哑变量，该指标来自于受访者实际已有孩子数量，有则为 1，无则为 0，控制变量与

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表 5列（1）中的 Logit 回归结果显示，代际流动指数（igm）的系数估计值不显

著。考虑到实际已有孩子数量不一定是不愿意生孩子所造成的结果，而是有生育意愿但尚未实

施生育所致，我们进一步限定了女方年龄在 35岁以上的样本，35岁以上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高龄

产妇，生育过程中的风险加大，如果此时尚无子女，更有可能是主观意愿影响，表 5列（2）中的子

样本回归结果仍然不显著。为了增强稳健性，我们进一步把年龄限制到 40岁及以上，此时年龄

更大，继续生育子女的可能性更小，表 5列（3）子样本回归结果依然支持原有结论。我们进一步

按照“理想生育子女数”来构建“是否愿意生孩子”的哑变量，表 5列（4）回归结果显示，代际流

动指数（ igm）的系数估计值仍然不显著。扩展边际分析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始终不显

著，表明预期效应可能并不是代际流动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渠道，作为集约边际决策的权衡效

应可能充当了主要的作用渠道。
 
 

表 5    预期效应的检验结果

（1） （2） （3） （4）

全样本 35岁及以上 40岁及以上 理想生育孩子数

igm −0.084 −0.187 −0.279 0.384

（−0.55） （−1.13） （−1.40） （0.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55 803 402 558

Pseudo R2 0.060 0.057 0.094 0.076
 

进一步，我们进行了生育意愿的集约边际分析。由于 CHFS 问卷设定，关于是否具有生育

意愿的问题仅针对未生育或者生育一个子女的女性样本进行，故而本文所提取的研究样本不能

提供多于 1 个的样本。此处，我们根据“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构建被解释变量，来自问卷问题

“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最想生养几个孩子”，删掉该变量取值为 0 的样本，只保留理想生

育子女数量大于 0的样本。表 6列（1）泊松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代际流动能够显著增加有生

育意愿个体的生育数量，从而从侧面验证了权衡效应是主要作用渠道。按照我们的推理逻辑，

如果权衡效应发生作用，那么对于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预算约束越松，这种权衡取舍也就越

弱。相比而言，低收入家庭在预算约束下被迫在质量和数量之间取舍的倾向更强。为了让机制

检验更具有稳健性，我们进一步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均值划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样本进行了

分组子样本回归，表 6列（2）、列（3）的估计结果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高收入家庭组代际流动对

生育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低收入家庭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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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权衡效应的检验结果

（1） （2） （3）

全样本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igm 0.036*** 0.029 0.033*

（2.63） （0.75） （1.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137 364 773

Pseudo R2 0.004 0.010 0.004
 

我们对代际流动指数和家庭人均收入水

平进行了 OLS 回归，发现二者之间并无显著

的相关性，换言之，代际流动的难易程度与家

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对独立。那么，无论是处

于什么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未来阶层流动的

前景预期都有可能出现较为悲观态度，故而

在预期效应下，代际流动对是否生育子女的

扩展边际影响并不会因为家庭收入水平而产

生异质性。可以推测，如果预期效应不成立，

那么其将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两个子样

本回归中均不显著，表 7回归结果与推测相符，也进一步显示预期效应下的影响并不成立。

（二）竞争性解释的检验：“为流动而流动”下的生育抑制效应①

根据王伟同等（2019）的研究，地区代际流动会影响个体的迁移决策。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

和资源分布不均衡，代际流动性较差地区的个体为获取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优势往往选择向代际

流动性高的地区迁移。这一类群体与流入地常住人口相比，可能会因为工作不稳定、经济状况

差而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做出晚婚晚育的决定，影响生育意愿（潘丽群等，2021）。故而代际流动

对生育意愿可能存在间接作用机制，即代际流动通过影响迁移决策进而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

基于此，剔除原样本中的流动人口样本，考察非流动人口样本的情况。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

变量（igm）的系数估计值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人口迁移并不足以改变原有结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偏低的代际流动水平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社会阶层流动阻塞可能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有消极影响。与此同时，我国正面临低生育挑战，即使在“三孩”政策放开的前提下，国内生育

率仍持续走低。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进行了系

统性实证分析，发现代际流动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

现，质量和数量权衡机制充当了代际流动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作用渠道，预期效应和通过影响

迁移决策间接影响生育意愿的竞争性解释均没有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对未来政策选择

具有多重启示，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表 7    预期效应的进一步分组检验

（1） （2）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igm 0.170 −0.273

（0.53） （−1.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 控制

N 325 691

Pseudo R2 0.081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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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积极的生育政策不能仅仅强调生育成本端，重视生育收益端才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

化特性。从生育收益端入手，通过宣传和舆论引导，培植更加积极的生育观念，提振生育信心。

第二，推进共同富裕，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积极的生育政策要通过提高社会代际流动性提升生

育子女的代际收益，进而提升生育信心。第三，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进一步提

升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加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科学合理配置学校资

源，充分利用数字基础设施与教育服务的融合发展推动教育资源共享，让高质量教育服务惠及

更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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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ffect Fertility
Intention? A New Perspective from the Benefit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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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2.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For a long time, the research on fertility intention has placed too much emphasis on fertility
costs and neglected fertility benefit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lso emphasizes the function of raising chil-
dren more than the costs of that. The old saying “may children succeed” implies that fertility decisions may be
affected by expecta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If the prospects for children to achieve upward mobility in the fu-
ture are slim, then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will also decrease. Therefor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has
become a reasonable measure of fertility benefits, representing an expected increase in disposable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as well as an expected decrease in the life-cycle budget constrain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basic fact tha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have decreased
simultaneously, and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believes that regardless of the mo-
tivation for giving birth, there are intergenerational benefit considerations. Wheth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bene-
fits of upward mobility of children can offset the birth-inhibition effect brought about by their reproductive
costs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family fertility decisio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bor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demonstrates that rais-
ing costs can reduce fertility intention, while intergenerational benefits measured by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it.
　　This paper obtains individual fertility intention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data,
and calculate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data.
These two sets of data are nested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ing tha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has a signi-
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 That is, the high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families to have more children.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upport this conclusion. Further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the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effect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factor other than the
prediction effect. From a more complete research paradig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iderations on family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further optimizing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cost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intergenerational benefits. This paper also reveals
the demographic significance of “unblocked upward mobility channels”.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fertility intention； fertility motivation； quality and quantity

trad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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